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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四大奇书中的 “主弱从强”与小说主旨解释

刘廷乾

摘 要:明四大奇书皆呈现出 “主弱从强”模式,该模式不只体现于小说艺术、小说审

美层面,它实际关联着小说的创作主旨。小说主旨寄寓在 “主”之 “弱”的深层内蕴

中,因而 “主弱从强”模式既对小说主旨有一定的遮蔽作用,又有统摄作用;既解释着

小说的主旨,又体现出主旨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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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解释学有一种观点叫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此概念本是西方胡赛尔、海德格

尔等提出的一个哲学范畴,引入到文学解释学中,就是强调文学的主体间性,把文学作品看作是

不同主体间双向交互作用的本体存在。也就是说,文学创作主体、文学作品、文学接受主体三者

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作家和作品、读者和作品的主客体关系,还有一种彼此交互作用的创作主

体与接受主体间的主体与主体关系。此说有效纠正了传统文论对文学作品解释可能出现的两极现

象:一是把作品看成一个自足封闭的结构形式而形成解释中的客观机械主义,二是强调接受者对

作品的能动作用而形成解释中的主观相对主义。当然,每一主体都是从自身当下社会去理解他们

共同的中介物———作品的,主体间的对话就永远在历史中展开而向未来开放,因而文学作品的意

义永远没有总和。[1]

文学解释学的这一观点运用于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解释具有更积极的意义,因为

长篇小说篇幅宏大、内容丰富,所寄寓的创作者的思想观念也更为丰满、更为集中,更需要借助

于作品这一媒介,强化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双向交互作用,以期对作品作出最为准确的解释。

明代长篇小说中一再出现的 “主弱从强”模式,就关乎到小说的创作主旨问题,运用文学解释学

的 “主体间性”原则,就能更为客观准确地理解其创作主旨。“主弱从强”模式进入小说批评领

域,且在学界出现较高关注度则始于本世纪初,较早的如2003年郑州大学席红霞的硕士论文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形象群体 “主弱从强”组合模式研究》就专门谈这一问题,此

后各类期刊上也陆续出现了多篇专门论 “主弱从强”模式的文章。因此,它并不是一个新鲜话

题,但对之的挖掘还远远不够。其一,既往研究对 “主弱从强”中 “弱”与 “强”的阐释,尤其

对 “弱”的阐释,未触及本质。其二,论者虽一致看到了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这

一模式的存在,但没有看到明 “四大奇书”中皆存在这一模式。论者之所以认为这一模式只涵盖

三部小说,主要在于把 “主”与 “从”界定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 (非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

的关系);把 “弱”与 “强”界定为人物在智慧、武力、技术等外在方面的弱与强,以及文本中

的文学感染力 “主”者不强 “从”者强的现象。用这些标准来衡量 《金瓶梅》,小说中女主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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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与潘金莲等众妾间的关系,除了智慧、武力等外在方面的强弱不符合外 (这一点主要由小说的

题材决定),其他则基本符合。如果我们打破小说题材上的壁垒,将这种特殊关系人物群体所承

载的小说内涵主旨作为重点来考量的话,则 《金瓶梅》也有理由被拉入到这一模式中。另外,在

“主弱从强”模式中加入 《金瓶梅》,不仅是从数量上将这一模式强化了,而且使得这一模式所关

涉的对小说主旨的解释,因其个案的独特而有意想不到的深化。其三,论者只是分析了这种模式

的具体表现形式,再深入一些也无非涉及到这种模式的思想文化渊源及其对小说艺术性的贡献。

严格而言,这些论述还只是涉及到小说思想内涵的浅表层面,与小说创作主体的交互作用还未达

深层次,即使涉及到创作者的思想观念,也是普适性的、前提性的,未达小说内部的个性化

层面。

“主弱从强”模式,在深层次上、在更高的意义体现上,是关乎到小说的思想内核的问题,

是小说主旨的象征性寄寓,也是我们解释小说主旨的一道暗关。

一、“主弱从强”与主旨的遮蔽

文学解释学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不同主体间交互作用的本体存在物,提示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解

释要注重读者与作者两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四大奇书有一个共性,即小说的创作主旨通过 “主”

进行主体体现,但又不是自足式的体现。这个主旨需要小说中的 “主”和作者共同完成,这一现

象再置于 “主弱从强”模式下,于是对小说主旨就产生了遮蔽性,启示我们要透过遮蔽向更深层

次挖掘小说主旨。

笔者将 《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作为一个组合来探讨 “主弱从强”模式,我们发

现,不仅在模式内部存在着相通性,在模式外部也存在着诸多相通性。其均为世代累积型的,都

基于一定历史背景的,都是非世情类的,而且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都有相同的手法———传奇手

法,侧重于以夸张式、理想化手法来突出人物,人物的个性化不见得细腻丰满,但人物在 “类”

的辨识度上却是很高的,故刘备与他的臣将之间、宋江与他的梁山好汉之间、唐僧与三大弟子之

间的对比性、区别性异常明显,因而 “主弱从强”模式也非常明显,以至于人们忽视了 《金瓶

梅》也有同样模式的存在。《金瓶梅》作为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与以上三者大不相同,由 “故

事型小说”转化成了 “生活型小说”[2],人物的日常生活化描写,决定了其在形象塑造手法的选

择上,自然要摒弃与现实生活有 “隔”的传奇手法。由此,则四大奇书相同的 “主弱从强”模式

的使用,显然不是人物形象创造手法的选择所带来的客观情势。如果是像学者分析的那样,从思

想文化源流上去找,是儒家的 “仁”与宋明理学的 “醇儒”等观念对作者影响使然的话,则 《金

瓶梅》也不符合这一要求。而且这种分析的结论也只是小说创作的 “前提”性可能,是一种共性

的东西。因而,这一模式所承载的意义,只可能进入到小说内部去追寻,进入到个性层面去探

讨,而这恐怕就与小说的创作主旨相关了,笔者加进 《金瓶梅》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加入 《金瓶梅》形成的新组合,如何去解释这一模式中的 “弱”与 “强”呢? 有学者指出了

“主弱从强”实为更深层次上的 “主强从弱”,是小说外在表现上的 “强”“弱”错位所带来的误

读,确实深有见地。但 “强”“弱”的要义在哪? 本质在哪? 剖析还有不到位之处。拿前三部而

言,从小说的人物和人物所承载故事的主体描写趋势上,这种弱与强还是可以立判的,并不见得

是一种误读。国家无处不动乱,无处不浩劫,汉政权名存实亡,割据政权如雨后春笋,在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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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要立足、要建业,没有智慧与武力当然不行。水浒人物之所以被称为 “江湖好汉”,就是

以武犯禁的结果。区区梁山水泊,面对仍然强大的国家机器,如何自保,如何伸张正义,没有智

慧与武力当然也不行。妖魔鬼怪密集于西行之路,呼风唤雨,磨牙吮血,没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的法力,如何能取得真经? 三部小说都共同突出了 “武”与 “智”,这也确实是小说给我们的强

烈冲击。于是我们很容易想到了一组反义词——— “文”与 “武”,结果发现刘备、宋江、唐僧武

也不行文也了了,处在武力世界中,他们甚至连 “文弱”之 “弱”都不如,简直是无往而不

“弱”了。于是另寻出 “仁”“醇儒”“小说的多彩写法与特殊审美表现”之类以作别解,进行去

“弱”化的诠释。其实,我们还是被简单的二分法给套牢了,这样,即使有慧识,也还是不能深

入小说肌理,进行深度剖析。这说明我们与创作主体的交互作用还未深入到互为你我中。

其实,作者的深意并不在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设置上,“主”之 “弱”与 “从”之 “强”并

不处在完全对等的层面上,他们之间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互为条件的对比关系,他们共同朝向一

个开放的空间,指向了小说深处,这个深处潜埋着作者的创作主旨。因此,如果只把其当作了主

从间自足条件的对比,那这种对比就只限于群体内部的人物描写层面了,若如此,所推导出的由

“从”之 “强”对比出的 “主”之更 “强”,即抬出道德思想式的 “仁”之类,就不是必然的、充

分的,而只能把 “主”放在了一个虚伪和嘲讽的层面上了。如此,则有损作者对作品的苦心经

营,而小说的可读性也无从谈起。这就是说,仅靠 “主弱从强”间的对比,还不足以导出完全意

义上的小说主旨,需要加进小说作者的创作观来一同考察。

《金瓶梅》中的 “主弱从强”模式,较之以上三部作品,有相通性,更有特殊性。其 “主弱

从强”的表现形式是,以 “金”“瓶”“梅”为代表的妾、婢间组团式的猛烈淫荡之风,已将内主

吴月娘式的贞洁逼到了寂寞自守的狭小境地,其外在表现则是一种 “妾上位”。这种妾上位以

“色欲”为媒介,已由虚伪的礼教帷幕背后赤祼祼地走上了前台,对传统礼教所固化的夫妻关系、

妻妾关系给予了强烈冲击。“古代道德的基本精神是利用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确立各成员尊卑

长幼的 ‘名份’等级,以便使各成员 ‘安分守己’。”[3]但在 《金瓶梅》中,妻的这种 “名份”,妻

用以强化社会与家庭角色感的 “品”与 “位”已不堪一击,退缩到了符号化的存在角落。在西门

家族内部,各种角色大有 “逆袭”化的趋势:吴月娘是正妻,西门庆却在潘金莲面前骂月娘为

“不贤良的淫妇”,而西门庆对潘金莲等众妾常挂在嘴上的称呼就是 “淫妇”,这是把妻打回至妾;

潘金莲、孟玉楼一对美妾,在西门庆眼里 “好似一对儿粉头,也值百十两银子”,这是把妾打回

至妓;而妓女李桂姐,既被西门庆长期嫖宿,又翻身当了西门庆的干女儿,而吴月娘也高高兴兴

地接纳了。这显示的是一种妻不如妾、妾不如妓的逻辑。当妾的潘金莲在家中 “颠寒作热”“单

管咬群”,内主吴月娘也无可奈何,甚至潘金莲为 “把拦汉子”而敢与吴月娘当面锣对面鼓,争

吵对骂,打滚撒泼;吴月娘的守贞守节与夫妻相和的努力,乃至月娘与西门庆夫妻间的一次正常

性事,在妾潘金莲、孟玉楼那里也成了 “平白浪着”的虚伪、性事 “碜死了”的丑陋与做大老婆

“久惯牢成”的处心积虑。《金瓶梅》的这种 “主弱从强”,至少在直观层面上对一个颠倒混乱的

世道进行了生动展示。

《金瓶梅》中的 “主”“从”与其他三部的不同之处在于 “主”“从”并不处在一个同等的道

德维度上,“主”“从”间似乎形成一种明显的 “贞”与 “淫”的对比对立关系,因而在小说主旨

的宣示上似乎更明确一些,其实具有更强的遮蔽性。《金瓶梅》与其他三部有着相通点,即 “强”

与 “弱”在作者的观念深处,也不是互为条件的对比关系。表面上看,与潘金莲、庞春梅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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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邪、卑相对,吴月娘的角色应该处理在贞、正、尊的品位上,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按位正而

尊的 “妻道”而言,吴月娘偏偏被作者处理成了一个 “填房”,而非 “结发”之妻。按其 “品”

而言,家内上上下下的淫风与伦常之乱,几乎无一不入其眼钻其耳,即便无力制止,也应有凛然

之操,以使淫邪辈心底增惧,但这些作者皆无意为其突出而使之增色。相反,在吴月娘身上,作

者也不乏揶揄,至少有几个很重要的节点可以看出一二。蔡京府翟管家寄书西门庆索要美妾,对

于这样一个推人入火坑的事,连西门庆都不愿昧天良,想以自己收用过的丫环顶替了事,吴月娘

却坚持要选个 “真正女子”,可见她并不明辨是非。西门庆的那段逆天之语 “就使强奸了姮娥,

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是对谁说的呢? 恰是吴月

娘,月娘也只一笑了之,可见她对 “淫”并未表现出更高层次的警醒。西门庆于家中供养胡僧求

“淫术”,而吴月娘室内频繁走动着薛姑子、王姑子等一般佛徒,表面上看好像是敬佛以赎夫孽,

但这些佛徒们为其宣的偏偏是 “五戒禅师破戒戏红莲女子”的卷,做的是替人求子受孕等与身份

不相称的邪术;且那薛姑子本是一个背夫 “刮上了四五六个”和尚的荡妇,夫死后依托佛门掩

护,“专一在士夫人家往来,包揽经忏。又有那些不长进、要偷汉子的妇人,叫他牵引”。仅从这

一点看,吴月娘与西门庆也算是 “夫妻相得”。作者也有明确态度:“看官听说:但凡大户人家,

似这等尼僧牙婆,决不可抬举。在深宫大院,相伴着妇女,俱以谈经说典为由,背地里送暖偷

寒,甚么事儿不干出来?”

因此,《金瓶梅》中的 “主弱从强”模式,同样不是主从间互为条件的对比关系,同样朝向

一个开放的空间,指向了小说深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拨开小说表面上的这些遮蔽,向小说

深处探寻其创作主旨。

二、“主弱从强”与主旨的统摄

文学解释学认为,不能把作品看成一个自足封闭的结构形式。“主弱从强”中的 “主”体现

着小说的主旨,所以 “主弱从强”是另一意义上的 “主强从弱”。这里的 “主强”,指的是体现在

“主”身上的主旨统摄,但它是非自足型的,因而这种统摄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统摄。

有学者在分析三部小说中的 “主弱从强”模式时,论到了三个层面:一是从小说写作技术层

面上看,“强”“弱”的处理,赋予小说人物以变化,写来活泼灵动而不至于沉闷;二是从美学角

度而言,“主弱从强”正暗合了传统审美处理上的以柔克刚、以文驭武、以智驱力的法则;三是

从思想层面上讲,是儒家首重 “仁”“德”的体现,是中国哲学中的 “仁”对 “智”“勇”的驾驭

和制约的形象化展示[4]。前二者不是本文所讨论的,就第三个层面来看,若如此分析的话,其间

又何尝不包含着道家的无为无不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哲学内涵呢? 正如笔者前面所言,这

些只不过是构成小说作者创作思想的可能性前提,但却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既是主、从关系,则

无论 “主弱”与否,其是 “御” “从”的。也就是说, “主”虽 “弱”,但必有 “御” “从”之

“术”。因而,关键还在于对这个 “术”的界定上,是处理在小说中的 “主”的层面,还是处理在

作者借之以运转整个小说的层面,二者是不同的。如果理解成前者,就落实到小说内部人物关系

的 “实体”层面了,就有可能归结到儒家的 “仁”“德”上,或落实到 “仁”“德”“智”“勇”等

重轻梯次的具体比附上。如刘备作为西蜀政权的领袖,他就要有一个超越诸葛亮的 “智”、关羽

和张飞的 “勇”之上的更高境界,于是论者找到了 “仁”,以 “仁”高于 “智”“勇”以解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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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以此类推,宋江、唐僧等也必定以某种 “软实力”而高于他们的 “从强”。这样我们

就容易把对小说主旨的理解局限在 “主”本人的思想体现上,而这是不完全的。这里的 “术”不

应理解在实体关系上,而应该理解为从创作主体出发的,既超越 “从强”、甚至也超越 “主弱”

的更高或更深的思想体现,也就是小说的主旨寄寓。如此,则小说无非是借 “主弱从强”模式,

演绎出另一意义上的 “主旨统摄”模式。

既然要借这一模式,当然还要从 “主弱”角度切入,以便分析这种主旨的统摄。

《三国演义》的创作主旨赋予到刘蜀集团的核心层上是无疑的。刘、关、张桃园结义,结义

的誓词有两大内容:一是 “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一点推高到了国家政治的层面,对一般老

百姓而言有点高不可攀,老百姓可能并不太关心这个;二是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

月同日死”,这一点落在了民间道德的层面,前一句抹平了一切血统、身份、家世、背景等的差

别,所以才结成了异姓兄弟关系,后一句才是 “结义”的灵魂和实用性,故这种结义模式在后世

一再被复制。三人相同而共有的是 “义”,刘备不具备关、张的勇武,却有另外两项为关、张所

无。一乃出身———汉景帝的玄孙,这在群雄逐鹿中是无可替代的汉家纯正血统,因而也就站在了

“正统”的制高点,这实际是刘备只能做 “大哥”的必要条件。另外刘备还有一点是关、张所不

及的,那就是经刘备亲口说出的 “仁”: “操以暴,吾以仁。” “义”与 “勇”,乃至诸葛亮的

“智”,都不能视作魏、蜀、吴三国间的有效区别,而区别的唯一只有 “仁”,唯刘备所有。因而,

不管这个 “仁”是处在观念层面抑或是实践层面,它都是小说家赋予这部作品的最高准则。据仁

以续正统,这个 “仁”不仅独家专利于蜀,亦超越凌驾于魏、吴。故它不仅让刘备这一 “主弱”

可以统御其 “从强”,而且还代表着小说家的核心创作观念。

《水浒传》写的是宋江领导的梁山好汉故事,因而小说的旨归依托于宋江身上也是无疑的,

为此就要把宋江与众好汉区别开来。梁山好汉就集体而言有一个从强盗变成仁义英雄的过程,领

导这个根本转变的是宋江。而要为 “强盗”“草寇”正名,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任务则是提高其

道德品质,由为私仇私愤而拼杀,先转化为 “劫富济贫”,而这方面的标杆是宋江。对社会普通

人而言,道德的最基本内涵有两个方面:对血亲与对他人的态度。前者可以一个 “孝”字领起,

后者可以一个 “义”字统贯,故作者首先给宋江铺垫以 “孝义”。第十七回言宋江:“又且驰名大

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对他人施 “义”之一贯性、广泛性、无私性,使

他在江湖上赢得 “及时雨”的美名,这是他在梁山事业初起之时被公推为领袖的基础。但仅有

“劫富济贫”还不够,充其量是民间的自发行为,梁山要发展,必须有更高目标、更高层次,既

要做到 “自保”,又要寻找 “出路”,不能囿于梁山一隅。为此,宋江在重新定义 “义”时,补充

进 “忠”的内涵,且置于前,变成 “忠义”,“忠”与 “义”就贯通了上层与民间,于是就对接上

了 “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最高行动纲领,从实用角度而言,这才是结合 “自保”与 “出路”

的最佳方案,为此宋江就站在了 “道义”的高度,他实际是以 “道义”御其 “从强”。

《西游记》中的 “主”与 “从”落差更大,“主弱从强”也更明显,因而作为 “主旨统摄”的

“主旨”内涵的深隐性也就更强。其实 《西游记》在西行取经的故事框架背后,还有一个救赎与

自我救赎的心路历程,救赎则直指人之 “心”,这个 “心”是明代融通了儒、道、佛乃至阳明心

学之上的 “心”,实为经宗教等复杂化、抽象化、多元化之后的向现实回归之 “心”,因而实际指

向的是人之 “本心”。孙悟空被抽绎成 “心猿”,乌巢禅师授受唐僧的 《多心经》在书中被刻意突

出、屡屡提及,乃至书中所言之 “六贼”也无不指向了人的本体之内,这些都是明证。去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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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 “魔”、止 “六贼”之 “欲”,这就是救 “心”,也是救赎的真谛,故直至九十三回唐僧才

肯定最具灵性的弟子悟空对 《心经》有了 “真解”:“悟空解得是无言语文字,乃是真解。”而其

他弟子还茫然无解。因指向的是人之 “本心”,故无需 “言语文字”,无需借助外在途径,而只能

靠内在体悟,因而救 “心”以达正果中自我救赎才是根本。为此,先天条件好的唐僧就站在了

“心”之制高点,也就是站在了精神高度,居高临下。

对 《金瓶梅》而言,情况就更复杂而隐晦了,但其统摄作用仍可缕析。《金瓶梅》中的吴月

娘与众妾间的关系本就仅是一种名分上的主从关系,因隔着一个真正的主———西门庆,故吴月娘

这种主从关系并不像其他三部小说那样,表现出 “主”对 “从”的一种事实上的统摄,这反而在

主旨的统摄上让吴月娘这个形象更显示其意义。从七十九回西门庆死,到一百回小说结束,二十

多回占小说五分之一多的篇幅,以如此大的比重,将吴月娘作为小说收结的主线人物,或者说小

说的结穴人物,是有深意的。西门庆死后,作为一家之主的吴月娘,所选择的并不是偕同众妾训

诫守节,固守家园以终老,而是遣散众妾,以除祸根淫风,这表明她是站在道德伦理的高度。然

而,作者并不是把月娘处理成与金莲、春梅等对立对应的、必然的 “统摄”角色上,因为众妾的

树倒猢狲散,与其说是基于月娘道德伦理之威的遣散,倒不如说是她们的自散:李娇儿自愿回

院,由娼妓来,仍回娼妓去;家奴来旺拐走孙雪娥,孙雪娥仍落籍为娼;孟玉楼嫁李衙内,虽有

牵线者,实等同于自嫁;真正算吴月娘强行逐出的只有潘金莲;庞春梅虽仍是丫环的身份,可逐

可卖,然春梅是 “头也不回,扬长决裂,出大门去了”。这说明夫死而由内主升至一主的吴月娘,

由伦理之正所支撑起来的 “主”之角色,仍旧是一个虚的符号化存在。

西门庆以淫死,这本是一个强烈的警示,然西门庆死后,淫风不但不煞,反而更烈,可以

说,淫风更炽,邪气更胜,卑贱之行更为夸张。像潘金莲与陈经济、王潮儿,已做了守备夫人的

庞春梅的淫乱自贱行径等,反而因一个西门庆的退出,随时就可找到新的展示舞台,可见西门庆

之死并无任何警示作用。或者说西门庆的罪孽瞬间已被淫风邪气的时代狂潮所淹没,时风已习惯

常态于西门庆之荒淫,虚与委蛇于吴月娘之伦常。所以 《金瓶梅》无意把西门庆的暴亡写成 “惩

恶”的警示,也无意把西门庆死后月娘的 “善后”写成 “劝善”的开启。晚明是 “中国传统中的

劝善文化臻至鼎盛的时期”[5],劝善书频繁渗透进通俗小说中。按理,像 《金瓶梅》这样的题材,

走向惩淫劝善也算常路,但小说并未这样浅处理。因而,结尾部分把孝哥写成为西门庆的转生,

为赎西门庆之淫孽而出家,实在是太显苍白,包括篇尾诗中的善恶有报、天道循环之辞,不过是

作者的障眼法而已。小说有一个惊人的结尾:“(月娘)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门安,承受家业,人称

呼为 ‘西门小员外’。养活月娘到老,寿年七十岁,善终而亡。此皆平日好善看经之报。”试想,

月娘看的是什么 “经” (如前所述),又得的是什么 “报”呢? 也不过是作者的应世交差之辞而

已。实际这一惊人结尾,是借吴月娘而表现出对家财的 “无视”,对继承人的 “无视”,然而月娘

又未表现出超越这些 “无视”之上的 “他视”。所以,舍子绝后的结局,与其说是吴月娘的救赎

努力,倒不如说是万般虚无之后退缩到了人的本能生存中。这就昭示着:一切有色无色皆为空。

所以吴月娘身上体现的是作者的色空观,也就是小说第一回中作者所言的 “参透了空色世界”。

这可以看作是主旨在小说前台的统摄,但它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只提供了小说直观层面中

“主”无论在观念还是在其他方面对 “从”的驾驭,但对于整部小说的主旨来说,它要由作者与

小说中的 “主”共同完成,这才是完全的。

·601·

常 州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7年



三、“主弱从强”与主旨的阐释

对四大奇书主旨的解释,只有在文本基础上,实现与作者间的对话交流,方能探寻到小说主

旨之所在,进而感知其主旨的深度。

(一)主旨暗寓于 “主”

主旨暗寓于 “主”,是指小说的主旨寄寓在 “主”的角色上,具有一种深隐性,因而需要从

深处挖掘。如上所言,我们从四大奇书 “主”角身上读出的仁政理想、道义旗帜、精神高度、空

色世界,或简言之,以仁、道、心、空四字概括之,这些在小说中都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而是

或通过人物或从故事的深处透射出来的。作为 “主”,在小说的形象塑造与故事演绎上,他 (她)

是与 “从”同在一个和谐的系统中的,也就是说,他 (她)要把我们表面所读到的 “弱”的特

点,通过 “从”的和谐配合,表现得自然而又充分。而这几大小说又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承载故

事与情节主体的、着墨最多的、最具看点的都落实在 “从”上,如 《三国演义》中蜀方的关、

张、诸葛,《水浒传》中的鲁达、武松、林冲、阮氏三雄等,《西游记》中的悟空、八戒,《金瓶

梅》中的金、瓶、梅,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对 “主”的 “压缩”与对 “从”的 “扩张”式笔法。

而在对 “从”的 “扩张”式描写上,又确实体现出一些鲜明的思想观念,诸如 《三国演义》中的

“义”与 “智”,《水浒传》中的 “义”与 “侠”,《西游记》中的反抗精神与世俗观念,《金瓶梅》

中的 “色”与 “淫”等。这些思想观念也让小说的主旨深隐或不明显。但如前所言,正因为

“主”“从”间不是完全互为条件的对比关系,而是共同指向了小说深处,所以这些思想观念的体

现,同样可以作为小说中的主要思想而成立,但不是作者创作理念中的最高一级———小说的

主旨。

这种主旨暗寓于 “主”,和相对于 “从”而言的对 “主”的 “压缩”式笔法,并不是把 “主”

塑造成一个概念化的标签式人物,相反,恰恰是避免了这一点。概念化人物往往是外加于人物身

上的图解式、说教式的描绘,这些说教式内容于作品中有意做明确强化而几乎无处不在,是表层

式的,不是寓含式的,更不是通过人物自身由内而外的个性化演绎。“主弱从强”不等于 “主虚

从实”,抛却 “寄寓”这一层,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弱”与 “强”有某种程度的对等性和互为

条件性,而且随着 “从强”的鲜活生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着 “主弱”的鲜活生动性。当

然,毕竟小说把 “从强”处理成首要看点而导向直读层面,因而在 “主”的个性的鲜明性上都有

所不足,这也是四大奇书的共性。

(二)主旨强弱正反于 “从”

主旨强弱正反于 “从”,是指小说的主旨在 “主”与 “从”的关系的体现上,即 “主弱”所

体现出的内涵与 “从强”所体现出的内涵的关系上,或是一种 “正”的关系,或是一种 “反”的

关系,也可能同时是一种既有 “正”也有 “反”的关系。

其一,“正”关系。这是指 “从强”所体现出的内涵,与 “主弱”所指向的更深层意蕴上的

小说主旨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正向关系,它们或作为主旨的铺垫与基础,或作为构成主旨的

层次而存在。杨义先生曾以 《三国演义》《西游记》为例,谈到 “主弱”与 “从强”之间的关系:

“第一把手代表仁,其他的人物代表智和勇。在这三者的关系中,仁赋予智和勇以价值。没有唐

僧那种坚定的信仰,赋予孙悟空和猪八戒他们价值,孙悟空和猪八戒再折腾,也只不过是个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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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没有刘备他那种仁政爱民的思想,赋予诸葛亮和关张赵云以价值,他们光有计谋也不过是一

个策士、一个谋士,他们多勇敢也不过是一勇之夫,就没有多少价值了。同时智和勇又赋予仁以

动力,没有动力的仁也是空话,不能实现的。”[6]杨义先生认为二者之间是一种正向关系。但应该

明确,“仁”与 “智”“勇”并不在同一个价值维度上,“仁”具有鲜明的正向价值性,而 “智”

与 “勇”不具备鲜明的价值向度,既可以成为实现仁政的动力与保障,又焉能不可以作为实现暴

政的动力和保障呢? 只有以仁政统之它们才具有正向价值,而暴政统之就有了负向价值。由

“智”“勇”到 “仁”,需要一个提升而实现价值转化的过程,所以 “主”“从”之间的这种内涵关

系,把 “从”定位在铺垫、基础或构成的层次上较为允当。《三国演义》中的 “智”“勇”是推行

仁政的基础与铺垫; 《水浒传》中于梁山好汉内部普遍存在的 “义”是 “替天行道”的 “道义”

的组成层次,前提是这个 “义”已经变成 “仁义英雄”的 “仁”之 “义”;《西游记》中西行取经

的历练与救赎,是通向以 “心”为灵魂的精神高度的基础;《金瓶梅》中的色与淫同样也是形成

色空观的基础。

其二,“反”关系。这是指 “主弱”所体现的主旨对 “从强”所体现的某些方面有深层意蕴

上的否定作用,两者具有某种条件下的对立性。《三国演义》提出仁政理想,而仁政的本质当然

排斥一切危害生命的武力,以 “智”与 “勇”所演绎的战争的目的,最终是为了结束战争、消灭

战争以达仁治; 《水浒传》的 “替天行道”是因 “天”不行其 “道”,如 “天”行其 “道”,则

“盗”无立足,一百单八好汉也无需齐聚梁山;《西游记》的救赎修 “心”,决定了取经过程意义

远大于取经结果意义,无字真经才会通向 “真解”,相反,一切看得见的有字真经总是 “残缺不

全”的,因而有经不如无经,经就在人心;《金瓶梅》中的色与淫的极力渲染,并不指向简单的

色戒,而是一切极致之后即是虚无,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背后,有着作者的强烈恐惧及深深

的迷惘与矛盾心态。

在同一关系体内,既是 “正”关系,又是 “反”关系,实则构成的是一种同时兼有的 “正

反”关系,这种关系,又让我们探到了小说主旨的深度。

四、“主弱从强”与主旨的深度

(一)文本层面上的写作深度

这种深度并不仅仅表现于具体写作技术层面上的 “强”“弱”处理所产生的人物的鲜活、故

事的生动,以及审美上的新颖,而是在小说的总体构思上,形成多重结构层次,有明有暗。明的

一面,是由人物、生活、故事、情节所构成的一个自足系统的故事型或生活型小说,如 《三国演

义》描绘了一幅史诗式的画卷,《水浒传》勾画了一幅社会风俗史,《西游记》塑造了一个神异迷

人的神魔世界,《金瓶梅》则真实再现了晚明社会的情色生活等。暗的一面,它们还有一个由

“主”、主旨所绾结着的一个潜结构,即观念结构。这个观念结构一方面将小说的思想提至一个更

高层次而统摄明、暗两方面,且避免了小说主旨表现的浅表化、直观化;另一方面, “主”虽

“弱”,却居于主旨地位,占据思想、精神的高度,而故事、情节的主体却靠 “从强”去推动,这

不仅形成了小说的叙述张力,还形成了小说的思想张力。

(二)创作主体的思想深度

我们在此论及创作主体,即小说的作者,是因为小说的主旨仅靠小说本身还不能得到完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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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还需要借助小说这一媒介,去探讨作者的真正创作意图。《三国演义》的仁政主旨寄寓于刘

备身上,但刘备形象并不是 “仁”和 “仁政”的自足形态。因为作者不能改变历史大势,所以他

就无法给刘备一个以 “仁”而统一天下的完美结局。非但如此,刘备的 “仁”实际在小说中表现

得既不充分也不真切,甚至还有趋 “义”而害 “仁”的严重问题存在。但这所有的一切并不动摇

作者所提出的 “仁”“仁政”主旨,作者的思考远深于小说本体,这同时也是我们的思考。同样

的还有 《水浒传》,宋江的 “替天行道”旗帜高扬,但 “替”只是暂时的,终究要还于 “天”,而

前提是 “天”要与 “道”真正相合,即 “天”能够自愿接受而自行其 “道” (正道), “天”与

“道”不合而急于接受招安,则必成悲剧。因而,《水浒传》不仅有从基于民间的宋江角度出发的

关于 “道义”的思考,更有从最高统治阶层角度出发的关于天下 “道义”的思考。《西游记》则

在神魔、人世之间,取经、救赎之上,将思考的锋锐直指人心。至于 《金瓶梅》,在淫靡之风的

猖肆中,在纲常伦理的溃决下,又何尝不是对世道人生的深刻思考? 思而不得其解故陷入虚无。

不排除有这样一种可能:这种 “主弱从强”模式与主旨之间的关系的确立,并不一定是小说

作者的完全主动与自觉使然,特别对于前三部而言,在长期流传、世代累积中,衍生了许多新素

材,糅合了许多新观念,既有时代性的不同,也有层次性的差别,何况 《西游记》还存在一个题

材性质的改质,如何将这些统一到新作中来,需要有一个主题观念做绾结与统摄,于是就促成了

“主弱从强”模式的出现与主旨的提炼,纵然带有一定的被动色彩,仍能体现出其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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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WeakPrincipalandtheStrongSubordinate”intheFourMasterpieces
intheMingDynastyandanInterpretationofNovelThemes

LiuTingqian

Abstract:ThefourmasterpiecesintheMingDynastyalldemonstrateamodelof“theweakprin-

cipalandthestrongsubordinate”,whichisnotonlyembodiedintheartisticandaestheticlevelof

thenovel,butalsorelatedtothecreativethemeofthenovel.Novelthemesresideinthedeepim-

plicationsofthe“weakness”onthepartofthe“principal”.Therefore,suchamodelhasbothhid-

ingandguidingeffectsonthethemeofthenovel,whichnotonlyinterpretsthethemeoftheno-

vel,butalsoreflectsits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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